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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单案例纵向分析方法ꎬ对一个城市迁移家庭的收支账本数据(１９８６—２０１７
年)进行收集整理ꎬ分别研究迁移家庭与国家经济发展的关系ꎬ并与迁入地、迁出地平均收入

和支出水平进行比较ꎬ分析影响迁移家庭生活水平变迁的因素ꎮ研究发现:第一ꎬ向经济发达

地区迁移的城市家庭一定程度上分享到国家经济发展成果ꎻ第二ꎬ由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

巨大差异ꎬ严重影响了迁移家庭的相对收支水平ꎬ实质上降低了迁移家庭生活质量ꎻ第三ꎬ退
休金增长制度、户籍改革制度、代际孝顺行为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对迁移家庭的负面冲击ꎻ第四ꎬ
家庭结构的变化对于迁移家庭的影响不确定ꎬ取决于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因素的均衡考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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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到当前三十多年发展的进程中ꎬ中国经济发展总量迅速提升ꎮ以每十年为一

个周期来看ꎬ１９８４年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为７ꎬ２２６. ７５亿元ꎬ比上一年增长１５. ５５％ ꎻ１９９４年国内生产总

值(ＧＤＰ)为４８ꎬ４５９. ９３亿元ꎬ比上一年增长１３. １２％ ꎬ是１０年前的６. ７倍ꎻ２００４年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为
１６０ꎬ７１４. ８８亿元ꎬ比上一年增长１０. ５２％ ꎬ是１０年前的３. ３倍ꎻ２０１４年国民生产总值(ＧＤＰ)６３６ꎬ１３８. ７５亿
元ꎬ比上一年增长７. ４５％ ꎬ是１０年前的３. ９６倍ꎬ是１９８４年的８８倍ꎮ１９８４年ꎬ中国 ＧＤＰ 总量世界排名第８
位ꎬ２０１０年中国 ＧＤＰ 总量超过日本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ꎮ由此一系列数据我们看到中国经济的迅

速崛起ꎮ
在国家经济总量迅速翻番的同时ꎬ作为普通民众ꎬ更关心的实质问题是他们的生活水平是否随之

(经济)发生变化ꎬ发生了哪些变化ꎮ在随机采访中我们听到这样的声音ꎬ“当然发生了变化ꎬ收入提高

了ꎬ物质丰富了ꎬ住房条件改善了ꎬ营养水平提高了ꎬ存款增加了”等等ꎮ但与此同时ꎬ也常常听到某些

抱怨ꎬ生活压力更大、物价涨幅过快ꎬ幸福感下降、收入差距太大、看病不方便等等ꎮ这些仅仅只是普通

民众的主观感受ꎬ随着经济水平的巨大发展ꎬ人们生活的真实状况如何呢?伊斯特林悖论(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
Ｐａｒａｄｏｘ)在中国是否存在呢?需要我们做出客观的分析和评价ꎮ

近３０年来ꎬ与经济发展相提并论的是社会形态的巨大变化ꎮ其中ꎬ人口的自由流动是促进经济发

展的主要动力因素之一ꎮ人口的流动主要涉及城市与城市之间、乡村与城市之间的人口大流动ꎮ根据

历次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ꎬ中国流动人口的规模在近３０年持续增长ꎬ１９８２年流动人口数量为４０６５７万
人ꎬ到２０１２年流动人口总量达到２. ３６亿人ꎬ占全国总人口的１７％ ꎮ尤其是特大型城市ꎬ如北上广等城市

的常住居民中有４０％ 为流动人口ꎮ尽管流动人口主要是从农村向城市流动ꎬ但是从中小城市向大城市

流动的就业人口及其家庭数量也是相当可观ꎮ流动人口的家庭化迁移成为未来人口流动的主要趋

势[１]ꎬ城市流动人口家庭在迁移过程中面临新的问题ꎮ比如ꎬ流动人口家庭老年人的养老金转移问题ꎬ
医疗保险费用的跨省报销问题和流动人口家庭的社会融入问题等ꎬ都值得讨论和研究ꎮ本文关注的焦

点就是在中国经济发展大潮中的城市迁移家庭的生活质量与宏观经济发展的关系ꎮ因此ꎬ本文的研究

目的在于:(１)一个迁移家庭生活水平的变迁能够赶上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吗?哪些因素影响它们之

间的关系?(２)在城市迁移人口家庭中ꎬ老年人家庭生活水平变化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国家有没有相

关的政策帮助这些家庭的老年人提高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３)中国城市迁移家庭可能面临哪些风

险ꎬ各级政府如何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帮助这类家庭化解这些风险?

二、文献回顾

(一) 城市家庭生活水平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的主要因素ꎬ而可支配收入又决定着居民家庭

消费水平的高低ꎬ同时又反过来影响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和发展水平ꎮ居民家庭生活水平越高ꎬ越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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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国家经济的增长ꎮ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表述为一个循环的过程:“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家庭可支

配收入—家庭消费水平—国家经济发展水平”ꎬ并且期望这是一种良性的循环过程ꎮ
从国际研究文献来看ꎬ关于经济发展和收入不平等的关系研究表明ꎬ不同的时代两者关系是不同

的ꎮ二十世纪七十年代ꎬ迅速扩大的不平等是与收入的增长幅度减少相关的ꎮ而到了八十年代ꎬ其它条

件不变ꎬ情况却正好相反ꎮ收入的较快增长与收入不平等的迅速增加有关系ꎬ但是在七十年代的时候ꎬ
收入加速增长却没有引起收入不平等现象[２]ꎮ

一项对 ＯＥＣＤ 国家的研究①发现ꎬ从可比价格角度(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ｐｒｉｃｅｓ)来看ꎬＧＤＰ 和家庭人均可支配

收入的比较趋势ꎬ从１９９５年到２０１１年期间ꎬ韩国人均 ＧＤＰ 大大高于家庭可支配收入(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ａｄｊｕｓ￣
ｔｅｄ ｄｉｓｐｏｓａｂｌｅ ｉｎｃｏｍｅｓ)ꎬ德国人均 ＧＤＰ 略高于家庭可支配收入ꎬ而在美国两者基本持平ꎮ２００８年以后ꎬ
美国家庭可支配收入还略高于 ＧＤＰ 的增长ꎻ如果从当前价格(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ｒｉｃｅｓ)来看ꎬ德国和韩国的 ＧＤＰ
数据与家庭可支配收入水平开始接近甚至持平ꎮ美国仍然保持同样的趋势ꎬ２００８年以后ꎬ家庭可支配

收入高于人均 ＧＤＰ 的发展ꎮ
当审视收入增长、经济不平等和家庭结构变化和贫困的关系时发现ꎬ收入增长能够解释大部分绝

对贫困的趋势ꎬ而经济的不平等在解释相对贫困趋势时ꎬ通常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ꎮ同时ꎬ家庭结构的

变化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不再能够解释贫困的趋势[３]ꎮ
在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中ꎬ初次分配主要倾向于企业ꎬ中国的低工资政策使得居民工资所得占

ＧＤＰ 比重较小ꎻ第二次分配倾向于政府ꎬ也就是政府所得增长过快ꎬ但是政府用于公共服务的比重较

低ꎬ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过低ꎬ同时地区收入差距过大ꎮ第三次分配还没有形成良性的分配格局ꎮ社会

总收入的分配方式对退休人员的生活水平影响很大ꎮ退休金的提高可以直接增加退休家庭的可支配

收入ꎬ从而影响退休家庭的消费水平ꎮ
改革开放以来ꎬ中国各省之间人均收入差距持续拉大ꎬ并且这种差距不是各省之间独立存在ꎬ而

是存在区域集聚现象ꎬ例如沿海省份和内陆省份之间的巨大差距[４]ꎮ中国收入差距加大的原因来自于

低通胀、交通、远程通讯设施以及贸易开放程度ꎬ同时低廉的人力资本价格也成为刺激经济发展的积

极因素[５]ꎮ

(二) 家庭迁移行为及其影响研究

家庭移民的趋势正逐步增加ꎬ并且家庭移民中的老年人比例也在增加[６]ꎬ奥巴马政府的移民政策

改革方案倡导“家庭团聚优先”原则ꎬ将更加促进家庭移民的趋势ꎮ
那么为什么要移民呢?根据１９７２年到２００１年斐济移民美国的数据分析发现:使人们从低收入国家

向高收入国家移民的决定性因素ꎬ从长期角度来看ꎬ收入水平的差异、警察力量的强弱、医生数量的差

别、迁移成本和移出地的政治稳定性都是显著的决定因素[７]ꎻ从短期角度来看ꎬ滞后移民、政治稳定

性、警察力量和医疗条件的差异都是决定向“高处”移民的因素ꎮ欠发达地区的老人移民(或迁移)到
发达地区ꎬ一般都将成为这个社会的最底层少数人群[８]ꎮ

国内学者通过比较不同时期城镇移民恩格尔曲线的差异[９]ꎬ发现部分城镇移民目的是为了有更

加稳定生活的迹象ꎮ但是与同时期城镇居民比较ꎬ移民的生活费用开支偏高ꎬ教育、娱乐、医疗卫生费

用负担过重ꎬ影响了移民家庭生活的稳定性ꎮ同时ꎬ城镇移民的福利水平不升反降ꎮ造成这种现象的主

要原因在于住房、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支出压力日益增大ꎮ
在经济增长和幸福感之间的矛盾关系被称为“伊斯特林悖论(Ｅａｓｔｅｒｌｉｎ Ｐａｒａｄｏｘ)”ꎮ在美国ꎬ从１９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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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到２００４年期间ꎬ收入大幅增加ꎬ而幸福感却停滞不前或者反而下降ꎮ研究发现更可能是家庭因素的

影响ꎬ如婚姻状况满意度降低了ꎬ从而幸福感降低了ꎬ这与收入的关系并不大[１０]ꎮ

(三) 政府的公共政策对家庭迁移的影响研究

欧洲的家庭移民政策越来越严格ꎬ尤其对那些低技能的家庭而言ꎻ同时分层化趋势越来越明显ꎬ
那些“优秀的成员”可以享受家庭移民政策ꎮ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家庭通过积极的公民参与行为来获得

家庭移民的权利ꎮ政府评估成员资格需要一个很复杂、很矛盾又可能很灵活的机制[１１]ꎮ在考察社会保

障制度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相关研究中发现ꎬ对社会保障制度感知的公平感将对生活满意度产生积

极的影响[１２]ꎮ
在关于迁移行为、户籍制度与幸福感的关系研究发现ꎬ获得户籍的迁移行为并不会降低迁移者的

幸福感ꎬ未获取户籍的迁移则会降低迁移者的幸福感[１３]ꎮ因为户籍歧视阻碍了文化融入和分享公共

物品ꎬ从而使幸福感“流失”ꎮ通过对中国香港地区生活满意度和社会政策关系的研究发现ꎬ在中国富

裕地区ꎬ绝对的高收入没有给他们带来更高的生活满意度[１４]ꎮ当然研究也发现ꎬ年龄和主观幸福感之

间是一种积极的关系ꎬ同时在香港的老年人有更高的生活满意度ꎬ也许老龄化的过程使他们可以理解

所有的约束条件ꎮ从绝大多数情况来看ꎬ社会政策本身对生活质量的影响是积极的ꎬ尽管有时这种影

响可能是微弱的ꎮ
综上所述ꎬ现有研究文献关注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关系ꎬ主要集中在分析哪些因素(工业化发

展、家庭结构、人口统计因素、公共政策等)导致了家庭微观收入的不平等现状ꎬ从而如何导致了贫困

现象ꎮ而微观经济对宏观经济到底有多大的依存性和滞后性ꎬ却少有研究ꎬ尤其在中国没有实证研究

文献ꎮ同时国内外文献研究迁移家庭主要集中于对儿童的教育和健康等因素展开ꎬ罕有针对迁移家庭

老人的生活状态研究ꎮ这是本文两个独特的研究视角ꎮ同时需要强调的是ꎬ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从经济

相对不发达城市向经济发达城市流动并定居下来的家庭ꎬ因此定义为“城￣城迁移家庭”ꎮ

三、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及分布

本研究类型属于解释性纵向单案例研究ꎬ研究过程具有很强的可重复性ꎬ并且通过多元渠道获得

客观数据ꎬ可以较好控制研究信度ꎮ研究案例是一个原本居住在中国中部省份(湖南省)的家庭ꎬ家庭

成员包括男主人、女主人、小女儿、孙女ꎮ男主人于１９９０年在工作岗位上突然过世ꎬ女主人于１９９３年在

公务员岗位上退休后迁移到东部发达地区(上海市)生活ꎬ源于小女儿１９９１年大学毕业留在上海市工

作ꎮ同时ꎬ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９年期间ꎬ女主人带着孙女一块迁移并共同生活ꎬ２０００年以后女主人在上海市独

自生活ꎮ因此ꎬ案例涉及家庭的女主人年龄跨度从４９岁到８０岁ꎬ因此案例定义为“老年家庭”ꎮ
根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２０１６»ꎬ东部地区依然是流动人

口最集中的地方ꎬ占总流动人口比例的７４. ７％ (２０１５)ꎬ且以跨省流动为主(８７. ７％ 为跨省流动)ꎮ其中ꎬ
５４. ９％ 的流动人口向中心城市流动ꎬ并在居留区域居住的稳定性持续增强ꎮ流动老人规模不断增长ꎬ
占流动人口总量的７. ２％ ꎬ年龄中位数为６４岁ꎬ俗称“老漂族”ꎮ从以上调查数据表明ꎬ本研究案例家庭

具有典型的代表性价值ꎮ
通过信任￣保密协议ꎬ采集了该家庭的原始账本数据(１９８６年—２０１７年)ꎮ该账本详细记载了该家

庭每个月的收入来源及数量ꎬ每天的所有消费支出和每个月的支出小结ꎬ老人自豪地认为这是“清清

楚楚的一本账”ꎮ同时ꎬ采集了中国自１９８６年以来发布的国家和地方省市(湖南省和上海市)经济发展

统计数据ꎬ各时期国家或地方政府公布的公共政策信息也是数据来源之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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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研究目的ꎬ本文涉及到１８个变量ꎬ除了“年份”变量以外ꎬ其余１７个变量主要分为以下四大类ꎬ
见表１:

表１　 研究变量分布情况

数据类别 数据名称

涉及迁移家庭的变量(６个)

(１)案例家庭人数(人)
(２)案例家庭人均年收入(元)
(３)案例家庭人均年收入增长率(％ )
(４)案例家庭人均年退休金(元)
(５)案例家庭年人均消费性支出(元)
(６)案例家庭恩格尔系数

涉及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变量(３个)
(１)国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２)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元)
(３)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

涉及家庭迁出地(湖南省)经济发展水平的变量(５个)

(１)湖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２)湖南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元)
(３)湖南省年财政收入(亿元)
(４)湖南省城镇居民年人均消费性支出(元)
(５)湖南省恩格尔系数

涉及家庭迁入地(上海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变量(３个)
(１)上海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元)
(２)上海市城镇居民年人均消费性支出(元)
(３)上海市恩格尔系数

需要说明的是ꎬ所有的收支分析没有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ꎬ也没有考虑通货膨胀等影响因素ꎮ

(二) 研究假设

基于已有研究综述及对案例家庭的访谈和观察ꎬ本文的研究假设为:
总假设:改革开放３０年来ꎬ城市迁移家庭实质上没有分享到国家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社会福利ꎮ
当然ꎬ具体分析不同的情况ꎬ并不是所有的因素都是对城￣城迁移家庭带来消极的影响ꎮ首先ꎬ由

于中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ꎬ导致迁移家庭收入和消费水平不能适应迁入地的经济社会发

展水平ꎬ从而降低迁移家庭的生活质量ꎬ其次ꎬ家庭结构的变化ꎬ尤其是家庭规模的缩小对迁移家庭的

收入支出水平产生了不确定性影响ꎬ因为可能增加人均生活成本ꎬ所以这种影响可能是负面的ꎻ最后ꎬ
随着国家养老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ꎬ设置了退休人员工资定期增长制度和退休待遇和社会发展水平

相适应的原则ꎬ同时加快了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进程ꎬ因此从政策层面上来看ꎬ有利于提高城￣城迁移

家庭的生活质量水平ꎮ基于以上的分析ꎬ进一步提出以下三个子假设:
子假设１(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影响):由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ꎬ导致城￣城迁移家庭相对收支

水平下降ꎮ
子假设２(家庭结构变化的影响):家庭结构的变化对城￣城迁移家庭的生活水平产生了消极影响ꎮ
子假设３(社会政策层面的影响):制度的变迁和发展对城￣城迁移家庭的生活产生了积极影响ꎮ
由于本文研究迁移家庭的生活质量变化情况ꎬ所以重点观察和分析１９９３年以后该案例家庭迁移

到经济发达地区(上海市)的收支定位与变迁状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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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发现

(一) 案例家庭的定位

这个案例家庭迁出地位于中国内陆地区的湖南省某市ꎬ这是一个地级市的公务员家庭ꎮ通过该家

庭的人均年收入(１９８６年—２０１７年)、退休金收入(１９９４年—２０１７年)与国家和湖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１９８６—２０１７年)进行比较(见图１)ꎬ以此基本判定这个家庭的社会定位ꎮ

图１　 迁移家庭年收入水平的定位

图１表明ꎬ这个迁移家庭收入除了退休金以外ꎬ还有一定比例的其它收入来源ꎬ经访谈得知ꎬ总收

入包括退休金、子女给予的生活补贴和存款利息收入等ꎮ按照案例家庭的收入情况ꎬ这是一个在迁出

地(湖南省)属于中等以上收入水平的退休家庭ꎬ同时还高于全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ꎮ仅仅从养

老金的水平来看ꎬ以２０１０年为例ꎬ案例家庭全年的养老金总额为２６２７０元ꎮ迁入地(上海市)当年的退休

费总额为７６３. ４４亿元ꎬ６０岁以上人口数量为３３１. ０２万人ꎬ因此ꎬ人均退休金为２３０６３. ２６元ꎮ从这个意义

上来ꎬ此案例中迁移老人家庭退休金与上海市退休人员平均养老金水平相当ꎬ具有进一步比较研究的

意义ꎮ总之ꎬ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ꎬ这个迁移家庭属于一个中等偏上经济条件的家庭ꎮ

(二) 迁移家庭是否分享到国家经济发展成果

这里将案例家庭人均年收入的绝对值和年收入增长率(１９８６—２０１７年)与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绝对数和增长率相比较(１９８６—２０１７年)ꎬ见图２ꎮ

图２　 迁移家庭年人均收入与国家经济发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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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２所示ꎬ从收入的绝对值来看ꎬ大部分情况下案例家庭年收入高于国家平均经济发展水平ꎮ同
时ꎬ进一步分析案例家庭人均年收入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关性数据ꎮ通过相关性检验发现ꎬＰｅａｒ￣
ｓｏｎ 相关系数 ｒ ＝ ０. ９３２ꎬｐ ＝ ０. ０００ꎬ在 α ＝ ０. ０１条件下达到显著性相关ꎮ所以ꎬ从总体意义上来说ꎬ随着

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ꎬ迁移家庭收入也是处于较快增长的趋势ꎬ也就是说ꎬ迁移家庭同样分享了

国家经济发展的成果ꎮ
从收入的增长率来说ꎬ家庭收入的年收入增长率大部分情况高于国家经济发展的增长率ꎮ不过由

于这是一个个案ꎬ所以收入增长数据波动幅度较大ꎬ有部分年份家庭年收入是负增长率ꎮ我们同时看

到某些年份案例家庭的年收入水平低于国家平均收入水平ꎬ表明迁移家庭的收入来源并不稳定ꎬ退休

金以外的收入来源可能是一种不确定的状态ꎬ这可能给此类迁移家庭带来经济性风险ꎮ

(三) 地区发展差异对迁移家庭分享经济成果的影响

将这个案例家庭分别放在湖南省和上海市的经济环境中进行比较ꎬ如图３所示ꎮ分析表明ꎬ案例家

庭在迁出地(湖南省)的收入与该省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ꎬ甚至大部分情况还高于其经济发展水平ꎮ对
案例家庭的退休金水平与湖南省年财政收入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ꎬ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 ｒ ＝ ０. ８９４ꎬｐ ＝ ０.
０００ꎬ在 α ＝ ０. ０１条件下达到显著性相关ꎮ说明退休公务员退休金的增长还是与当地的财政收入水平密

切相关ꎮ

图３　 迁移家庭人均年收入与迁出地、迁入地经济状况比较

同时ꎬ通过案例家庭人均年收入与上海市人均 ＧＤＰ 比较发现ꎬ迁移家庭的收入大大低于迁入地

上海的经济发展平均水平ꎬ案例家庭在迁入地属于低收入生活水平状态ꎮ中国区域之间的巨大经济发

展差异是影响迁移家庭相对收入水平的最直接因素ꎬ迁移家庭从一个中等偏上生活水平状况通过迁

移行为实质上跌入到迁入地的谷底水平ꎬ并且从趋势看来ꎬ这种差距越来越大ꎮ但是ꎬ这仍然没有影响

案例家庭的迁移决策ꎬ因为迁移决策不仅仅是经济因素所决定的ꎬ更多将考虑社会因素、心理因素、文
化因素和家庭因素等ꎬ甚至是一种无奈的迁移决策ꎮ

(四) 迁移家庭生活水平的消费视角

这里从消费视角观察迁移家庭与迁出地和迁入地平均消费水平及增长率的差异ꎬ如图４所示ꎮ比
较发现ꎬ案例家庭消费水平始终高于湖南省家庭人均消费额ꎬ１９９３年到１９９９年案例家庭人均消费水平

甚至高于上海市人均消费水平ꎬ这主要是因为老人帮助子女抚养第三代ꎬ孩子的抚养费用拉高了家庭

的人均消费水平ꎮ２００１年以后老人开始独居ꎬ消费水平仍然远远高于湖南省的平均水平ꎮ但是ꎬ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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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平均消费额来说ꎬ却处于中下水平ꎮ这与其相对收入较低直接相关ꎮ也就是说ꎬ拿着低收入在一个

高消费的地区生活ꎬ迁移家庭生活质量显著降低ꎮ从曲线的趋势看ꎬ案例家庭消费水平的差距有继续

放大的趋势ꎮ同时看到ꎬ自２０００年以来ꎬ案例家庭的消费水平保持相对稳定ꎬ但是通货膨胀却使社会整

体消费水平提高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ꎬ案例家庭的相对消费水平进一步下降了ꎮ

图４　 迁移家庭年消费水平的定位

再从恩格尔系数角度来分析迁移家庭的生活水平变迁ꎬ如图５所示ꎮ从恩格尔系数的总体趋势来

看ꎬ湖南省和上海市的恩格尔系数差距不大并且都是呈现逐步减小趋势ꎬ说明中国民众总体生活水平

上升ꎮ就这个迁移家庭而言ꎬ恩格尔系数大部分在０. ２５ ~ ０. ４之间波动ꎬ并且低于两地的平均水平ꎬ从
这个意义上来看ꎬ案例家庭可认为又处于相对富裕的生活水平ꎮ恩格尔系数反映此家庭在食品消费上

的费用比例不高ꎬ当然这也与老年人相对简单的饮食习惯有一定关系ꎮ根据这个特点ꎬ可以预测ꎬ案例

家庭恩格尔系数将不会大幅波动ꎬ随着退休金的增长ꎬ这个系数还可能下降ꎮ但是ꎬ也并不意味着这个

家庭生活水平实质性提高ꎬ因为可能用于其它费用将进一步增加ꎬ比如随着年龄增加所必需的医疗

费、长期照料费等的大幅增加ꎬ这可能都是即将面临的养老风险ꎮ

图 ５　 迁移家庭恩格尔系数与迁出地、迁入地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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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政策、文化因素对迁移家庭的收支平衡影响

暂且放下不同区域的影响ꎬ仅仅比较案例家庭本身人均年收入与消费及其增长率的关系ꎬ分析家

庭总体收支平衡关系ꎬ如图６所示ꎮ我们看到ꎬ尽管这个迁移家庭处于一个“低工资、高消费”的状况ꎬ但
是其家庭财务状况目前处于收支平衡或者供大于求的良性状态ꎮ

图６　 迁移家庭的收支平衡状况

在１９９９年之前ꎬ案例家庭年人均收入和支出基本平衡ꎬ意味着没有多少储蓄ꎬ这与家庭结构有着

密切关系ꎮ当然ꎬ考虑到较大的第三代生活开支ꎬ子女给予老人比较多的经济补偿ꎮ在一定意义上认

为ꎬ家庭结构或家庭规模对老人的生活质量(这里仅仅指经济方面)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ꎬ如消费水平

提高ꎬ恩格尔系数增加、储蓄额减少等ꎮ但是ꎬ从访谈的主观感受来看ꎬ老人与第三代的相处非常愉快ꎬ
孙女并没有成为老人的生活负担ꎬ并且还是老人的主要精神支持来源ꎮ

１９９９年之后ꎬ迁移家庭年收入开始逐渐超越年支出ꎬ并且差距逐年扩大意味着家庭储蓄稳步上

升ꎮ家庭收入的增加来源于几个方面:退休公务员工资的增长制度①、户籍转移补助制度②、家庭子女的

经济支持、储蓄金的利息收益等等ꎬ总之增加了迁移家庭收入的来源ꎮ支出费用比较缓慢平稳增长ꎬ与
老人平静健康的生活状态有密切关系ꎮ当然ꎬ如果考虑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ꎬ收入的增长并没有这么

乐观ꎬ但是收大于支的现象仍然存在ꎮ
同时ꎬ尽管迁移家庭的老人已经加入了上海户籍ꎬ享受到一定的迁入地老年人福利补助ꎬ但是由

于养老保障系统不能实现全国统筹ꎬ老人仍然只能拿着迁出地的低工资ꎬ医疗费用也只能在退休地报

销ꎮ这必定隐含着巨大的财务风险ꎮ因此对于迁移家庭的老人来说ꎬ户籍迁移的意义并没有充分体现ꎮ
进一步比较迁移家庭的人均年收入与支出的增长率情况ꎬ如图７所示ꎮ从图形来看ꎬ家庭收入和消费

的增长率有中等程度的相关ꎬ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 ｒ ＝０. ６２５ꎬｐ ＝０. ０００ꎬ在 α ＝０. ０１条件下达到显著性相关ꎮ
深度访谈发现ꎬ家庭结构、人口规模的变化ꎬ对案例家庭的经济生活有较大的影响ꎮ１９９０年ꎬ家庭

男主人的突然故去ꎬ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是巨大的ꎬ当年的收入是负增长ꎬ消费则呈现较大的正增长ꎮ当
然ꎬ随后子女的经济补贴弥补了家庭经济收入的不足ꎮ子女不间断的经济和物质补贴ꎬ也相应减少了

老人自己的消费开支ꎮ因此ꎬ不能忽视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代际互助作用ꎮ而家庭结构的变化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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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５等年份公务员退休工资都有比较明显的增长ꎮ
２０１０年老人户口从湖南省转移到上海市ꎬ享受每个月一定数量的支内补贴ꎮ



图７　 迁移家庭年人均收支增长率比较

２００１年又转变为一种正面作用ꎬ降低了家庭的生活费用ꎬ一定意义上提高了其储蓄水平ꎬ同时增强了

其抵御养老风险的能力ꎮ因此ꎬ家庭结构变化可能改变了迁移家庭的经济结构ꎬ当然这种改变可能是

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ꎮ但是考察家庭结构具体对家庭生活质量的影响时ꎬ也许应该从社会层面、精
神层面、文化层面多个角度去考量ꎮ

从以上这些数据和分析可以看到ꎬ户籍转移制度、退休金增长制度、家庭子女的孝顺行为等一定

程度上减缓了地区经济差异对迁移家庭带来的负面冲击ꎮ

五、结论与讨论

以往研究更加关注随着父辈迁移而带来的子女流动问题ꎬ本研究重点在于子辈的迁移所带来的“老
漂族”问题ꎮ随着“二孩”政策的积极落实ꎬ这个群体的数量将进一步扩大ꎬ将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ꎮ

综上所述ꎬ对于城￣城老年迁移家庭而言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１)由中低经济发达地区向高发达

地区迁移的家庭ꎬ一定程度上分享了国家经济发展的成果ꎻ(２)由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ꎬ严
重影响了迁移家庭的相对收入水平ꎬ从而抑制了迁移家庭的消费能力ꎬ实质上降低了迁移家庭生活质

量和福利水平ꎻ(３)定期退休金增长制度、户籍转移补贴制度、代际间的孝顺行为等在一定程度上减缓

了地区经济差异对迁移家庭带来的负面冲击ꎻ(４)家庭结构的变化对于迁移家庭生活水平的影响是不

确定的ꎬ这取决于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因素的均衡考虑ꎮ
对伊斯特林悖论做个回应ꎬ“伊斯特林悖论”是一个关于“幸福 收入”之谜ꎬ即更多的财富并不一

定带来更大的幸福感ꎮ从案例家庭的个案调查来分析ꎬ有数据记载的这３０多年里ꎬ家庭财富价值的绝

对积累是显著增长的ꎮ但是由于家庭的迁移行为ꎬ使得财富增长的相对价值大打折扣ꎬ与迁入地原住

家庭的平均收入比较ꎬ财富的增长并不显著ꎮ但是据深度访谈发现ꎬ尽管迁移行为对家庭的相对收入

产生了消极影响ꎬ但是迁移家庭的老人幸福感依然得到较大提升ꎮ老人年轻时原本是由迁入地(上海)
迁出ꎬ所以退休后回到熟悉的乡音环境ꎬ并且与子女团聚ꎬ这也是一种心理的安慰ꎮ当然ꎬ老人也会常

常叹息迁出地老朋友老同事的社交网络丢失ꎬ这也是一种遗憾、无奈与矛盾ꎮ从这个家庭的微观意义

上来看ꎬ财富的增长与幸福感之间并不一定存在显著的相关性ꎬ“伊斯特林悖论”确实存在ꎮ
那么从整个国民角度来分析ꎬ改革开放４０年来ꎬ国民的平均收入水平大幅增长ꎬ国家和家庭财富

积累显著增加ꎬ经济、社会、文化资源相对丰富ꎬ相对于改革开放之前的民众幸福感大幅提升ꎮ尽管存

在局部领域的消极反映ꎬ房价贵、读书难、看病难、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ꎬ对民众的幸福感有一定的

负向作用ꎬ但是从总体趋势来看ꎬ一个国家财富的增长大大提升了国民的主观幸福感受ꎮ从这个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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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来看ꎬ“伊斯特林悖论”却不存在ꎮ
对于迁移家庭老人的公共政策建议ꎬ最大的困难就是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ꎮ长期来看ꎬ需

要提升中西部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ꎬ推动各区域均衡发展模式ꎬ这也是保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途径之一ꎮ短期来看ꎬ国家层面加大地区间的转移支付力度ꎬ降低地区间的退休金差异ꎬ打破户籍制

度的壁垒ꎬ实现跨区域支付ꎬ或者降低流动成本ꎮ同时ꎬ国家加大第二次收入分配制度的力度ꎬ提高退

休金的替代率ꎻ出台鼓励第三次分配方案ꎬ鼓励富人发展慈善事业ꎬ出台相应的税收激励制度等ꎻ进一

步出台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保障制度ꎬ构建家庭友好型的社会政策环境ꎬ让子辈的流动与转移可以惠

及父辈ꎬ增强家庭的责任与相应的权利ꎬ包括住房、医疗以及收入的转移等ꎮ
尽管案例家庭只是一个普通的个案ꎬ但是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大量的移民家庭问题ꎮ同时ꎬ我

们也注意到ꎬ这个家庭的一些特殊性ꎬ比如这个案例家庭老年人的身体比较健康ꎬ所以每年的医疗费

用较低(每年仅花费１０００多元医疗费用)ꎮ如果大量增加医疗费用ꎬ又是异地就诊ꎬ这可能产生什么影

响呢?再比如ꎬ住房是所有生活成本中最大的开销ꎬ该案例家庭由于在上海(１９９３年)由子女补贴从而

较早购房ꎬ所以没有遭遇到房价巨幅上涨所带来的极大困扰ꎮ对于目前新生代迁移家庭来说ꎬ如果要

在高消费区域购房ꎬ遇到的风险和困难可想而知ꎮ如果考虑到这些风险性因素的话ꎬ研究结论可能需

要重新修正ꎮ同时ꎬ本研究仅仅关注了“老漂族”的经济问题ꎬ事实上ꎬ这个群体的精神需求、社会支持

网络等问题同样值得高度重视和进一步深入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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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５－４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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